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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叠纪末生物集群绝灭事件*

邓胜徽
①②  卢远征①②  徐道一③ 

(①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北京 100083; ②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油气储层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83;  

③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北京 100029) 

摘要    发生于三叠纪末期的生物集群绝灭事件是显生宙以来 5大集群绝灭事件之一, 但有关研
究远较其余初步, 只是到了近年才成为国际地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 研究表明, 在此次事件中, 
海洋生态系统的双壳类、腕足类、菊石、珊瑚、放射虫、介形类、有孔虫等发生了显著的绝灭, 但
其他一些门类, 如腹足类、海生脊椎动物等的变化则不明显; 陆生生态系统的植物和四足动物有
较明显的影响; 总体上种级的绝灭、更替表现强烈, 而属级以上单元因门类的不同而有别. 对这
一集群绝灭事件的成因有多种解释, 从地内和地外方面进行了探讨. 地内说包括由于联合大陆的
解体, 大西洋裂开, 玄武岩喷发带出大量的 CO2及其他有害气体, 造成温室效应和生态环境的恶
化; 以及三叠纪末海退被后续突然海侵造成的大洋缺氧环境. 地外说认为在三叠纪末发生了天体
撞击事件, 引发了火山喷发、地震或尘埃蔽日, 造成环境恶化, 致使生物集群绝灭. 由于研究得比
较详细的海相剖面有限, 对陆相剖面的研究更为初步, 资料不够详细, 对这一生物集群绝灭事件
的基本特征、影响范围和成因、机制等的认识均还存在分歧. 中国西藏有较好的海相三叠系-侏罗
系连续剖面, 新疆及华北地区有多处连续发育的陆相三叠系-侏罗系剖面, 加强对这些剖面的研
究将会为增加对此事件的认识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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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Newell[1,2]的早期研究和Raup和Sepkoski[3]通

过统计提出三叠纪末存在全球性海洋生物集群绝灭

事件后, 这一事件逐渐为地学界所熟悉. 在这次事件
中, 无论是海洋生态系统还是陆地生态系统都有相
当量的生物绝灭[4~10]. 据Benton[11]编汇的资料, 在被
统计的生存于晚三叠世到早侏罗世的总共 257 个动

物科中, 有 61 个在晚三叠世瑞替期内或其末期绝灭, 
而相比之下, 在诺利期内只有 32 个科绝灭. 由于瑞
替期的时限要短于诺利期, 因此前者的绝灭率要成
倍地高于后者[10]. 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有多达 23%的
科和 33%的属绝灭; 特别是在研究比较详细的欧洲, 
发现有 92%的种和 42%的属绝灭. 在一些地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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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陆生四足动物种和 95%的植物种消失[3,,12~16]. 这些
都说明, 在晚三叠世末发生过一次相当强烈的生物
集群绝灭事件, 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这是仅次于二叠
纪末和白垩纪末的第三大生物集群绝灭事件[16]. 但
是, 此事件远不如白垩纪末和二叠纪末的事件那么
受到关注, 只是在近年才引起了地学界的注意, 一些
学者对此开展了研究, 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4~31]. 然而, 
目前对三叠纪末生物集群绝灭事件的研究还比较初

步, 对其基本特征和性质, 包括发生的时间、过程、
规模及影响范围等均还未取得共识, 成因机制还在
探索之中. 但是, 该事件现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
究热点, 国际地科联于 2001 年批准了国际地质对比
计划 (IGCP)458 项目“The Triassic-Jurassic Boundary 
Events”, 针对这一事件开展国际合作研究. 有关研究
的基础资料在快速积累中, 理论阐述性成果也在不
断问世, 发展相当迅速.  

中国三叠纪和侏罗纪地层, 特别是陆相地层十分
发育, 有不少连续沉积的剖面, 是研究这一生物绝灭
事件的良好地区之一, 只是国内对这领域还比较陌生, 
有关研究处于起步阶段, 本文通过介绍这一领域目前
的现状及发展前景, 旨在增加国内学者对这一研究领
域的了解和兴趣, 促进我国相关研究的开展.  

1  三叠纪末生物绝灭事件的特点 
与研究比较深入的二叠纪末和白垩纪末生物集

群绝灭事件相比, 三叠纪末期生物绝灭的特点比较
复杂. 现有资料显示, 在三叠纪末的集群绝灭事件中
不同的生物门类或同一门类在不同地区的表现不是

完全一致的. 有些生物门类表现强烈, 显示了大规模
的绝灭事件的存在, 其中一些表现为突发性的绝灭, 
而另一些则似为逐渐消失; 有些门类则没有明显的
集群绝灭现象或情况还不很清楚; 还有的则因地区
的不同情况有所差别.  

1.1  海相双壳类 

海相双壳类是三叠、侏罗系界线附近的古生物中

研究最好的门类之一, 以欧洲的资料最为详细. 总体
表现是在属、种级别上绝灭率高, 而科级水平上并没
有太大的改变 [ 2 1 ] .  在晚三叠世的 52 个科中只有

Myophoridae和Mysidiellidae绝灭[11]; 但在属级上消
失者则有多达半数. 其中对三角蚌类(Trigonioid), 珠
蚌类(Unionoid)和马尾蛤类(Hippuritoid)的影响最大, 
而对Pholadomuoid的影响较小 ,  该类生存下来的 
多[21]. 在欧洲北阿尔卑斯地区, 三叠纪末海相双壳类
有 42%的属和至少 92%的种绝灭[8]. Allasinaz[32]推算

出南阿尔卑斯地区有约 88%的种消失. 按McRoberts 
和  Newton[33]的估计 , 意大利的Lombardia剖面上有
71%的种、奥地利和德国的阿尔卑斯地区有 85%的
种、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有 90%的种消失. 以上资料
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 说明三叠纪末期海相双壳类
至少在欧洲发生过大规模的绝灭事件.  

有意思的是, 海相双壳类的绝灭还具有一定的
选择性. McRoberts 和 Newton[33]发现, 潜居型双壳
类绝灭率高, 几乎全部消失, 而表栖类型幸存者多, 
约有 50%的种存留. 因此, 他们提出此属于选择性的
绝灭事件(selective extinction). 但Hallam和Wig-  
nall[21]不这么看, 他们认为生存下来的多是那些分布
广的类型 , 并非表栖类型 . 另外 , 双壳类还显示出
“大者优先”绝灭的特点. 据Hallam[10]的资料, 在这一
事件中没有很大壳体的双壳类幸存 . 晚三叠世的
Conchodon最大量度达到 34 cm, Megalodon 17 cm, 
而Gervillea inflata 可达 13 cm, 是中生代早期该属的
“巨无霸”. 与此相反, Gaetani[34]描述的早侏罗世赫唐

期的双壳类则都是小壳型.  

1.2  腕足类 

据Benton[11]的资料, 生存于瑞替期的 19 个腕足
类科中有 5个在瑞替末绝灭, 绝灭率超过了 26%. 相
比之下, 在诺利期末仅Athyrisinidae和Thecospirellidae
两个科绝灭. 在属一级则表现更为强烈, 如在阿尔卑
斯Carpathian地区, 晚三叠世的 13 个腕足类属只有 5
个延续到侏罗纪 , 绝灭率达 60%以上 , 其中又仅
Metzeliopis 和Piarorhynchia两个属在侏罗纪还广泛
分布, 其余者大为衰弱. 在统计的 12 个生存于诺利
期-瑞替期的二板贝类(dielasmatid)属中仅 1个进入了
侏罗纪[21,35], 绝灭率在 90%以上, 反映集群绝灭事件
的存在. 与双壳类的“大者优先”绝灭的特点类似, 瑞
替期的腕足类个体要大, 如Qxycolpella oxycolpos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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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度达 4.7 cm, Rhaetian pyriformis达 3.7 cm; 而赫
唐期的则很小 , 其中最大的Lobothyris ovatissimae-
formis也只有 2 cm[34].  

但是, 并不是所有腕足类的更替都是一致的. 如
小嘴贝类(Rhynchonellid)就是一例, 在属一级上并没
有实质性的更替[36]. 表明腕足类中不同分类单元在
事件中的反映是不相同的, 需要具体分析. 
1.3  菊石 

三叠纪的主要菊石类别Ceratitina在三叠纪末消
失了[37]. 据Benton的资料[11], 在瑞替期有 17 个科的
菊石绝灭, 而诺利期只有 8 个科消失, 由于瑞替期的
时期限大约只有诺利期的 1/3,因此, 这反映出前者绝
灭率比后者高得多. 但是, 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些科并
不是全部在瑞替末期才绝灭的, 而是逐渐绝灭的[21]. 
然而 , 全球至少有 Pinacoceratacerae, Arcestaceae, 
Trachycerataceae, Clydonitaceae, Tropitaceae 和

Choristocerataceae等 6个菊石亚科是在三叠纪末绝灭
的. 这些亚科中无一个属幸存到侏罗纪[37]. 在加拿大
的Sevatian地区, 三叠纪的最后一个菊石crickmayi带
中有齿菊石类的 8 个属绝灭[38], 表明在三叠-侏罗系
界线上有相当量的菊石绝灭 . 另外 , 沟菊石类
(Aulacocerida)在晚三叠世末期达到最高分异度 , 但
在 2个科的 9个属中只有Atractites一个属延入早侏罗
世, 同样反映出明显的绝灭事件.  

当然, 也不是所有资料都显示出一致的结果, 有
的资料反映出晚三叠世存在卡尼期和瑞替期两个菊

石绝灭的高峰期[13], 还有的则表明最大的绝灭事件
发生于诺利期而不是瑞替期[39~41]. 因此, 菊石显示的
情况也比较复杂, 还有待于进一步详细研究.  

1.4  珊瑚和钙质海绵 

在北阿尔卑斯地区造礁珊瑚在三叠纪末大量消 
失[10], 甚至出现了早侏罗世赫唐期到早辛涅缪尔期
的“礁缺失(reef gap)”期[42]. 钙质海绵在瑞替期末有
16个科绝灭, 仅 2个科存续[11]. 这种造礁珊瑚和海绵
的大量绝灭现象在亚洲和南、北美洲都存在, 反映了
全球性的变化[10]. 此外, 据Beauvais[43], 在晚三叠世
全球分布的 50个珊瑚属中, 只有 11个属存留到早侏
罗世赫唐期, 绝大部分消失了.  

1.5  有孔虫和介形虫 

据Benton[11]的资料, 有孔虫的 38 个科从晚三叠
世延续进入了侏罗纪, 晚三叠世只有 3 个科绝灭, 其
中两个还是在诺利期末绝灭的[10]. 因此, 在科一级水
平上三叠纪末期有孔虫没有大规模的绝灭现象. 介
形类在界线上变化较大 , 不但古足目(Palaeocopida)
绝灭, 而且女神虫超科(Cytheracea)和土棱子介超科
(Bairdacea)也剧烈衰退[44]. 然而, 在种级水平上, 无
论是介形类还是有孔虫均表现出相当高的绝灭率. El 
Shaarawy[45]对北阿尔卑斯、英格兰及威尔士地区的研

究发现, 三叠纪末约有 21%的有孔虫种和 23%的介形
虫种绝灭. 

1.6  放射虫 

在科一级的水平上, 从晚三叠世到早侏罗世放
射虫没有明显的衰退现象 [11], 但在属一级却显示了
强烈的改变 .  据加拿大西部夏洛特皇后岛 (Queen 
Charlotte Island)的资料, 三叠系最顶部放射虫还有 35
个属, 而到下侏罗统赫唐阶则仅剩下单调的几个属 
了[46,47], 而且, 西太平洋区的日本[48]和特提斯区的土

耳其[49]的资料也支持这一变化, 反映出集群绝灭事
件的存在.  

不过, 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 如Guex等 [50]认为

夏洛特皇后岛的剖面存在地层缺失, 放射虫的集群
绝灭是一种假象, 而真实情况并不是那样的.  

1.7  海相腹足类 

海相腹足类的情况是晚三叠世的 35 个科全部进
入侏罗纪, 无一绝灭, 但在诺利期末有包括古生代残
存下来的 Murchisoniidae 在内的 7 个科绝灭. 因此, 
现有资料表明海相腹足类在三叠纪-侏罗纪之交没有
发生过重大演替事件.  

1.8  海相脊椎动物 

在海生脊椎动物中, 比如鱼类, 并没有明显的集
群绝灭迹象. 虽然有人提出海生爬行动物在三叠、侏
罗系界线上存在明显的集群绝灭事件[5]. 但是, 更多
的资料并不支持这一结论, 显示海生爬行动物更明
显的绝灭应该发生于卡尼期或拉丁期末 [51,52]. 牙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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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的最终绝灭虽然是在三叠纪末期, 但是在整个三
叠纪中逐渐减少而至最终绝灭的, 因此, 不能完全算
作三叠纪末绝灭事件影响的结果.  

1.9  陆生植物群 

在一些地区, 三叠纪末植物群的绝灭是明显的. 
比如, 在北欧地区, 有研究认为有超过 95%的种级单
元在三叠/侏罗系界线上下发生了更替[16]. 在东格陵
兰的Jameson Land剖面上, 从晚三叠世的Lepidopteris 
带到早侏罗世的Thomatopteris带, 中间经过一个 10 
m厚的过渡带, 属种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53], 三叠
纪末和侏罗纪植物只有少数几个共同分子[54], 反映
绝灭事件的影响.孢粉植物群在一些地区同样出现了
显著的更替现象. 如在北美东部的Newark盆地, 三叠
系-侏罗系界线上、下孢粉组合有明显的不同, 以单囊
粉和双囊粉类为主要类型的晚三叠世组合被以

Corollina为主要类型的早侏罗世组合突然取代. 中间
的过渡层也只有数米厚, 只相当于数千年的时间间
隔[17]. 在紧贴界线之上, 蕨类孢子大量出现, 形成一
个孢子峰值(Spore spike)[55,56]. 其中典型的三叠纪孢
粉Patinasporites densus及其他孢粉化石的最高出现
层位较下侏罗统赫唐阶孢粉Corollina的首次出现层
位仅低 5 m. 据Olsen et al.的研究, 每 1 m厚度大约相
当于 1000 年的沉积时间[17], 显示植物群的演替是一
个“瞬间”的突变过程. 在加拿大北极圈内的Sverdrup 
盆地, 许多分子(Riccisporites, Limnosporites, Rhaeti-
pollis)在晚三叠世末期突然消失, 从早侏罗世开始出
现Cerebropollenites theirgartii [57].  
但是, 陆地植物群在三叠-侏罗系界线上、下的演替特
点比较复杂, 不同地区的结果相差比较大. 一些资料
指示了晚三叠世到早侏罗世植物群保持了较高一致

性. 例如在欧洲, 虽然在北欧植物群更替十分显著[16], 
但在更大的范围这种演替则并不明显 [21,58]; 而且孢
粉植物群的变化也是不大[59~61]. 在北美地区, 孢粉植
物群有明显的变化, 但没有发现大化石植物群明显
的更替迹象[62]. 在西伯利亚区, 孢粉植物群连续发育, 
但尚未见到突发性变化的特点 [63]. 在东格陵兰
Jameson Land剖面上, 虽然大植物群更替十分显著, 
但孢粉组合的变化却并不明显[54].  

导致上述复杂结果的原因可能与各地区植物群

自身的发育特点有关, 也不能排除是由于研究程度
的影响. 由于陆相地层岩性、岩相变化复杂, 在孢粉
研究中容易遗漏一些关键的层. 在北美Newark盆地, 
这一晚三叠世到早侏罗世孢粉的过渡层仅相当于

5000 年的沉积[17]. 如此“瞬间”形成的沉积在一个岩
性变化复杂的地区就容易被错过. 在中国新疆准噶
尔盆地南缘三叠系与侏罗系的连续剖面上, 以往研
究中没有发现三叠系与侏罗系之间突然变化的特 
点[64], 最近, 经过更为详细的研究, 初步确定在界线
附近有一个孢子突然增多、孢粉植物群组成明显变化

的层段 [65]. 在澳大利亚也发现了Corollina大量出现
并成为优势类型的现象, 但其层位似乎在赫唐阶中 
部[66], 但因为没有菊石佐证, 这一层位归属还有待进
一步确认, 也不是没有属于赫唐阶底部的可能性. 深
入而细致的研究是发现这一事件线索的关键. 

另一方面, 由于不同类型的植物可以产相同或
相似形态的孢子或花粉, 有时植被的组成变化在孢
粉资料中也不一定能清楚地反映出来, 如银杏类和
苏铁类的花粉都是单沟粉, 这两类植物的多寡在孢
粉谱图中就很难体现. 因此, 虽然孢粉分布比大植物
为广, 资料通常也更为详细, 但有时所指示的植物群
的构成与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差距.  

1.10  陆生脊椎动物 

与海生脊椎动物在三叠-侏罗系界线上下的变化
不明显相反, 陆生四足动物则发生了大量绝灭和绝
灭事件后新生类型的迅速辐射演化事件. 据Benton编
汇的资料[11], 在瑞替期内爬行动物在科一级的水平
上有 10个绝灭, 12个存续到侏罗纪, 绝灭者达近半数. 
瑞替期的绝灭事件不但影响了陆生脊椎动物并且还

影 响 到 大 陆 区 的 水 生 类 型 , 导 致 诸 如 植 龙
(phytosaurus) 、 鸟 鳄 类 (ornithosuchids) 和 槽 龙 类
(thecodontosaurs)等绝灭[10]. 在北美东部的Newark盆
地的Newark超群中, 三叠系与侏罗系界线上下的脊
椎动物相差非常大. 恐龙脚印在界线之下较小, 在界
线以上脚印突然增大了许多[14,17,67], 表明恐龙在三叠
纪末发生了重要的更替, 显示了灾变事件的存在. 但
是 , 这一推论受到其他研究结果挑战或质疑 [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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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ton[68]和Lucas[70]都指出, Newark盆地中几乎没有
诺利-瑞替期的四足动物骨骼化石, 仅足迹化石不足
以说明问题. Lucas还指出, 其他地方也还没有发现从
瑞替期到赫唐期连续发育的四足动物群, 因此这一
时期四足动物群的演替过程是很难说清楚的.  

2  生物集群绝灭事件原因探讨 
虽然在三叠纪末集群绝灭事件的特征、性质等 

尚在争议中, 但对这一事件成因机制的探讨则没有
停滞. 生物大规模的绝灭必然与生态环境的急剧破
坏相关. 研究者们从海平面变化、大气组成及古气候
演变、地外撞击和地内火山爆发等多方面展开探索.  

2.1  海平面升降与大洋缺氧事件说 

海平面的升降很早就被认为是生物集群绝灭的

可能原因[2]. 这一解释的主要论点是, 由于晚三叠世
海平面的下降、大范围的海退, 随即而来的是迅速的
海侵、海平面的突然升高, 造成海水缺氧, 致使欧洲
海相双壳类绝灭[8]. 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来自研究程
度较高的欧洲和北美. 欧洲北部广大地区的资料都显
示, 三叠纪末的海退强烈但时间短暂. 在北阿尔卑斯
地区, 三叠纪末海退使得礁体发生喀斯特化[72]; 在南
阿尔卑斯地区, 三叠纪与侏罗纪之交海水变浅, 出现
过一段时间的碳酸盐台地[73]. 在早侏罗世最早期由于
迅速的海侵, 在赫唐阶最底部灰岩和页岩中, 有机质
丰富而底栖生物缺乏的沉积与含个体丰度高但分异

度低动物群的沉积交替出现, 表明缺氧事件的存在[19]. 
在北极地区的若干连续剖面上均存在晚三叠世末期

海退被早侏罗世快速海侵替代的证据[21,57,74,75].  
但在南半球的智利和秘鲁, 诺利期含大量软体

动物和珊瑚的浅海灰岩突然被含菊石的黑色页岩薄

层覆盖. 但发生于其时代为瑞替末期, 并一直延续到
侏罗纪[76], 因此海侵并不是到早侏罗世才开始, 而可
能在晚三叠世晚期就已经开始, 似说明不同地区这
期海侵并不是完全同步的.  

以上资料都支持了海平面变化导致大洋缺氧引

起生物集群绝灭事件的模式. 然而, 尽管海平面的升
降能部分地解释海洋中生物集群绝灭的事件, 但不
能很好地解释陆地生物群的绝灭.  

2.2  温室效应 

由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引起的温室效应导致大

气温度升高, 致使生物发生大规模的绝灭. 而沉积物
中的碳同位素值可以反映水体及大气候中 CO2 的浓

度, 也是环境变化的指标. 因此, 近年有不少学者针
对三叠-侏罗系界线连续剖面开展了碳同位素研究, 
取得了重要的认识.  

研究表明, 无论是在海相 [15,29,30]还是陆相沉积 
中[29], 三叠-侏罗系界线附近有机碳同位素组成都有
明显的变化. 在英国、格陵兰、匈牙利和加拿大等不
同地区的三叠纪沉积中有机质δ 13C值明显地高于侏
罗纪; 在三叠-侏罗系界线附近δ 13C值发生显著负向
偏移, 最高幅度可达−9‰. 在加拿大西部夏洛特皇后
岛的Kennecott Point剖面上, 三叠系与侏罗系界线上
有机碳同位素有−2‰的负偏, 在界线附近沉积物中
的总有机碳含量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 而这一负偏
出现位置恰好与放射虫集群绝灭的位置相吻合[15,77]. 
在匈牙利北部的Csövár剖面上, 海相碳酸盐的碳同位
素值有−3.5‰的负偏 , 而相应的有机碳同位素则有
−2‰负偏[30]. 这一同位素异常现象出现在由菊石、放
射虫化石确定的三叠系与侏罗系界线范围之内. 在
作为国际三叠-侏罗系界线层型的候选剖面之一的英
国St. Audrie’s海湾剖面上, 有机碳同位素有达−4‰的
负偏值 ,  这一异常值出现在由菊石 Psiloceras 
planorbis标定的侏罗系底界上[78]. 在陆相地层中, 有
机碳同位素异常同样存在, 如在东格陵兰Astartelkøft
剖面上, 有机碳同位素值有−3.5‰的负偏, 其位置也
正好出现在Harris[53]建立的三叠纪Lepidopteris 带和
侏罗纪Thomatopteris带之间[29]. 最近, 在美国内华达
New York Canyon剖面也发现瑞替末期有明显的有机
碳同位素负偏. 这一负偏出现位置只比早侏罗世菊石
Psiloceras spelae和P. tilmanni的首现面低 4 m[79]. 以上
表明, 无论是在特提斯海区还是太平洋海区, 无论是
海相还是陆相环境, 晚三叠世末的碳同位素负偏现
象都是存在的. 这一方面说明在三叠-侏罗系的生物
地层界线与碳同位素组成曲线异常相吻合, 是相互
印证的, 碳同位素指标可以用于确定三叠-侏罗系界
线, 进行大区域间、不同沉积相区之间的对比(图 1); 

 
www.scichina.com 



 
 
 
 
 
 

804 中国科学 D辑 地球科学 第 35卷 
 

 
正常值, 从引起了温室效应[16,20,23,85], 全球的大气温
度升高了 3℃~4℃[86,87]. 气候的炎热削弱了光合作用, 
导致有机碳产生量的严重减少.  

另一方面, 也表明在三叠纪末到侏罗纪早期古环境
发生过重大的变化, 而且这种环境的变化具有全球
一致性. 

但是, 也并不是所有剖面上所测定的碳同位素
结果都是一致的. 在奥地利Kendelbach剖面[80]和加拿

大西部的Kunge 岛剖面上[15], 三叠、侏罗系界线上碳
同位素则出现了正偏的现象.造成这些现象的真正原
因尚不清楚. 

三叠纪末气温升高的结论还有植物化石叶形态

变化佐证. 在格陵兰, 从晚三叠世Lepidopteris带到早
侏罗世Thomatopteris带, 叶面积大、叶全缘型的属种
最先绝灭, 少数叶面积小的和叶缘带齿的种则延续到
了侏罗纪, 而且侏罗纪新出现的分子的叶也是叶面积
小、叶缘带齿类型, 说明当时气温比较高, 叶表面积
大、蒸发量大的种不适应气候的变化而消失了[16].  

虽然世界各地已经研究的三叠系和侏罗系连续

剖面还不多, 所做的碳同位素研究实例还有限, 而且
少数剖面的测定的结果还有差异, 但展示了有机碳
同位素研究的很好前景, 值得进一步研究. 更多的发
现和研究不同地区的连续剖面, 则能更全面更系统
地查清楚三叠纪与侏罗纪之交地球水体和大气中碳

同位素的变化特征, 从而更清楚地阐明当时环境的
演替过程, 并探讨其与生物集群绝灭事件的关系.  

然而, 不同的观点也同样存在. Tanner等[22]提出, 
在三叠纪和侏罗纪之交大气中的CO2 的含量是变化

不大 . 此说还引起了一番争论 [84 ,85 ,88] . Fabriciucs 
等[89]则认为, 阿尔卑斯地区三叠纪末造礁生物的绝
灭是因为水温的剧烈下降所致, 并非气温升高造成
的.当然, Kendelbach剖面上氧同位素测定的结果并不
支持Fabriciucs等的观点[74]. 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还可以通过对植物叶气孔密

度(SD, 即单位面积内的气孔个数)和气孔指数(SI, 即
单位面积中气孔个数与总细胞数的比值)的调查来估
算.比较成功的例子是通过对格陵兰Jameson Land剖
面, 瑞典Scania剖面上植物化石叶表皮的研究, 发现
植物气孔器密度和气孔指数从晚三叠世末的瑞替期

到早侏罗世初的赫唐期大大降低了 [16]. 气孔密度和
指数与大气中的CO2浓度值有关

[81~84], 根据这种关系, 
推断出大气中的CO2 含量从晚三叠世瑞替期的 600 
μg/g增加到早侏罗世赫唐期的 2100~2400 μg/g, 最高
值为原来的 4 倍 . 大气中的CO2 浓度值成倍高出 

因此, 可见三叠纪末到侏罗纪初气候变化的总
体趋势及细节意见还不一致, 尚待深入研究.  

2.3  天体撞击成因说 

引起晚三叠世到早侏罗世环境变化的机制有多

种解释. 其中之一是地外事件说. 正如白垩纪末期恐
龙的绝灭被解释为与天体撞击有关一样, 晚三叠世末
生物集群绝灭事件也被与流星撞击的地外事件相关联, 
被认为是由于地外撞击引起地球生态环境的突然改变, 
致使生物集群绝灭. 证据来自有机和无机界等方面. 

 
图 1  三叠-侏罗系界线重要剖面的对比(引自文献[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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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美Newark盆地, 三叠系与侏罗系界线处有

铱异常的存在, 其最高值达 0.285 ppb. 这一铱异常与
孢子峰值都出现在一白色粘土层中. Olsen等[17,18]将

这一事件与剖面上孢子含量峰值相联系, 认为与白
垩-第三系界线的情况[90]相似, 是撞击灾变事件后蕨
类植物首先恢复的结果. Olsen等[14,17]还将这一撞击

事件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直径达 100 km的
Manicouagan陨石坑联系起来, 认为该陨石坑指示的
撞击事件可能导致了三叠纪末生物集群绝灭. 有关
陨击事件的证据还在其他地方发现 . 如在意大利
Apennines北部三叠系顶部找到 3 个层位有冲击石英, 
表明不但发生过陨击事件, 而且还是多次[91]. Badju-
kov等[92]也声称在Kendellbach Grenzmergel发现了冲
击石英, 但此发现也未被有关专家承认, 而且该剖面
上也没有发现过铱异常[21].  

前文提到, McRoberts 和 Newton[34]认为在欧洲

双壳类的绝灭是选择性, 潜居生活的绝灭率高, 而表
栖类型存活率高. 作者的解释是前者因为得不到食
物而绝灭, 其原因可能是撞击事件导致全球性环境
的变化, 造成初始生物产能的降低而致食物链的破
坏, 影响双壳类食物供给, 结果是潜居类型者因得不
到足够的食物而死亡. 但Hallam和Wignall[21]认为双

壳类的资料并不能为撞击事件的存在提供佐证.  
英国南部分布的面积达 250000 km2的震积层出

现于侏罗纪菊石Psiloceras首现面之下几米, 也仅比
碳同位素负偏位置低 0.3 m. 这么大规模震积层的存
在可能与某次地外撞击相关[93]. 但是, 这一认识只是
推测, 因缺乏直接而有力的证据, 其与生物集群绝灭
事件是否相关同样还缺乏足够的证据.  

如上所述, Manicouagan陨击坑被认为很可能与
三叠纪末的生物集群绝灭事件相关[14,17]. Spray等[94]

分析了该陨击坑以及加拿大的另一个陨击坑Saint 
Martin和法国的Rochechouart、乌克兰的Obolon以及
美国的Red Wing等 5个撞击构造的形成过程, 认为是
在数小时内的连续撞击所致, 就如前些年人们观察
到的苏梅克-列维 9 号慧星连续撞击木星的情景相似, 
但是, Kent[95]根据对上述法国和加拿大陨击坑的熔岩

的古地磁极测定所得到的不同结果对这一假说提出

了质疑, 认为它们并不是在同一时间相成的. 另外, 

就算这些撞击事件是连续发生的, 其发生时间也比
三叠纪末的生物集群绝灭事件更早. 因为同位素年
龄测定表明, Manicouagan陨击坑的年龄为 214 Ma左
右, 与三叠纪末生物集群绝灭事件无关, 而可能与晚
三叠世多次生物集群绝灭事件中的卡尼期/诺利期绝
灭事件关系更密切[96]. 所以, 即便这一生物集群绝灭
事件确是由于地外撞击事件所致, 其真正的肇事者
仍然还不能确定.  

2.4  火山喷发成因说 

另一种代表性的观点则认为是地内因素所致 , 
特别是火山喷发造成生物集群绝灭[15,23,25~28]. 这一假
说的基本观点是: 在中生代早期, 由于联合大陆的解
体, 大西洋开裂, 引发强烈的火山活动, 特别是玄武
岩的大量喷发伴随着大量的CO2气体喷出, 致使大气
CO2浓度升高, 造成温室效应, 致使生物大规模绝灭. 
在大西洋两岸的三叠系顶部存在一个面积巨大的玄

武岩层[27]. 其分布范围北起法国, 南到巴西, 即所谓
中大西洋火成岩省(Central Atlantic Magmatic Prov-
ince, 缩写为CAMP), 其展布面积超过 7×106 km2. 据
推算, 这一玄武岩层, 可带来 2×106 km3的CO2

[27], 足
以导致温室效应的发生. 这一玄武岩层在北美地区
出现于孢粉和放射虫突然变化的界线附近, 时代为
早侏罗世最早期 ,  稍微晚于三叠纪与侏罗纪的界 
线[14]. 对玄武岩的放射性同位素年龄测定结果也支
持了这一假说. 美国东北部的Fundy盆地的北山玄武
岩层的年龄值大约为 202±1 Ma, 与三叠/侏罗纪界线
年龄接近[96].  

Hesselbo等[29]也认为, 大规模的火山喷发带出的
CO2 和甲烷水合物分解产生的CO2, 可以造成大气中
CO2 含量的增高. 因此, 这一玄武岩层被认为与三叠
纪末的集群绝灭事件相关. 

Tanner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认为虽然玄武岩喷
发带来的各种气体对环境有很大的影响, 但其中CO2

的量不足以产生明显的温室效应, 而硫化合物等有
害气体对环境带来影响可能更为重要[97]. 

另外, Cohen 和 Coe[98]研究了英国南部St. Audrid’s
海湾剖面三叠/侏罗界线上铼和锇元素的丰度和同位
素后, 认为海水中此两种元素的丰度和同位素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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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变指示了环境的变迁, 并与大西洋的开裂时的
火山活动有关.  

3  小结与展望 
研究表明, 三叠纪末生物集群绝灭事件在海洋

生物双壳类、腕足类、菊石、珊瑚、放射虫、介形类、

有孔虫等有明显的表现, 但对海生腹足类和脊椎动
物影响则不明显; 在陆生生态系统中, 对植物群和四
足动物群有较明显的影响, 不同地区可能有一定差
异; 在分类单元级别上, 种级的更替强烈, 属级以上
单元因门类的不同而表现有差异.  

对这一集群绝灭事件的成因有多种解释, 总括
起来主要从地内和地外两个方面探讨. 地内说包括
地内因素造成的温室效应和海平面变化等. 温室效
应说认为在中生代早期, 由于联合大陆的解体, 大西
洋裂开, 玄武岩大量喷发并带出大量的CO2及其他有

害气体, 致使大气中 CO2 浓度升高, 造成温室效应, 
气温升高, 造成生物大量绝灭. 海平面变化的观点认
为在三叠纪末的短期海退后突然而迅速的海侵带来

缺氧的冷海水而致生物的集群绝灭. 地外说以天体
撞击为代表, 认为在三叠纪末发生了天体撞击事件, 
引发了火山喷发、地震或尘埃蔽日, 造成环境恶化, 
气候剧变, 致使生物集群绝灭.  

三叠纪末生物集群绝灭事件只是近十来年才受

到地学界的关注, 由于已经研究的无论是海相还是
陆相剖面都为数有限, 资料尚不全面. 因此, 对这一
绝灭事件的基本特征、影响范围和成因、机制等的认

识均还存在很大分歧. 但是, 随着世界各地有关研究
的深入和国际合作的开展,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对以
上问题的认识会取得更大的进展.  

中国有关研究处在起步阶段, 但是由于中国的
西藏有较好的三叠系与侏罗系连续发育的海相剖 
面[99], 新疆的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吐哈盆地、
宁夏六盘山盆地及河南济源盆地等都有出露良好陆

相三叠系-侏罗系连续剖面[64], 这些剖面生物化石较
多, 暗色泥岩发育, 具有很好的开展这一生物绝灭事
件研究的客观条件, 加上以往对这些剖面有较好的
工作基础, 通过加强对这些剖面详细而深入的研究, 
相信能够在这一领域中做出重要的贡献.  

致谢  在英国学习期间与伯明翰大学的 A. Hallam教
授、利兹大学的 P. Wignall 博士和牛津大学的 S. 
Hesselbo 博士进行过有益的讨论, 并获文献的赠予, 
在此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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